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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2]摘要：有别于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探究政策制定的设计原理，深入探究我国光伏产业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基于政策过程理论的间断均衡模型，将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变迁划分为3个均衡期和两个间断期，分别从政策系统内部和外部剖析在中国特色决策体制下推动政策间断性变迁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决策层理念革新和焦点事件共同推动了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交互作用，决策层理念革新是关键的主动性变量，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既得益于弱制度摩擦场景特征，也受到市场主体壮大反作用于政府认知的影响。在日益开放的政策场域下，多元主体协同有效降低决策风险、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因此，未来我国政府应当加强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同时扩大多方协同的政策场域，充分了解和回应不同主体的诉求，以完善光伏产业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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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16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s PV industry policy has formed a complete system. Based on 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model, this paper divides China's PV policy changes into three equilibrium periods and two punctuated periods, and analyses the mechanisms that drive policy changes from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olicy system. It is found that policy makers' decision-making philosophy and focal events together driv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cy image and the policy field. Policy makers' decision-making philosophy is a key proactive variable,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which benefits from the weak institutional friction scenario and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role of growing market players in government perception. In an increasingly open policy field, the collaborative model of multiple subjects effectively reduces the risk of decision making and enhances the scientificit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while expanding the policy field of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different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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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而具有丰富储量的光伏产业在我国清洁能源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光伏产业而言，技术研发的高风险性和市场应用的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政策干预成为影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21世纪以来，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发生了两次重要调整：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实行全国统一的标杆上网电价，标志着事前补贴模式的终结；2018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及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大幅下调光伏补贴力度，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引发光伏行业“地震”。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势必影响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布局，因此，深入剖析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变化过程，对于把握中国情境下光伏产业政策变迁的逻辑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bookmark: OLE_LINK170]现有关于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政策优化的角度，探究如何科学设计光伏产业政策以推动产业创新。如彭乃珠等[1]从政策工具维度与产业活动类型维度分析光伏产业政策，提出应该优化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并重视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吕东东等[2]借助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提出改进顶层设计、重构补贴体系、重视配套政策体系建设的光伏产业政策优化路径。二是从政策过程视角出发，以政策文本为依据对光伏产业政策历程进行梳理归纳，并基于特定理论解释政策变迁的原因。如陈剑等[3]根据多源流理论，认为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在从政策A（由政府主导建设若干光伏示范项目）向政策B（政府以扶持光伏产业和培育光伏市场为目标）的变迁过程中受到了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因素的影响；Zhi等[4]将我国1980－2012年的光伏产业政策分为5个阶段，认为政策普遍侧重于政府监管，前期研发投入不足，但逐步向以需求为主转变；袁潮清[5]则根据政策热点的变化，将光伏产业政策分为市场环境培育、国内应用市场发展、分布式光伏大力推广、市场化与智能化及政策退坡5个阶段，认为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目标从模糊宽泛转为清晰具体，政策手段由直接作用转为间接作用，产业形势成为政策演化的驱动因素之一。
不难发现，尽管当前学界关于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颇丰且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而言，仍侧重于探究政策制定的设计原理；虽有对光伏产业政策演变阶段的宏观描述，但对光伏产业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尚欠缺，难以深入揭示光伏产业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事实上，自21世纪以来，我国的光伏产业政策变迁呈现出动态开放、渐进发展和间断突变相结合的复杂特性，涉及政策议程设定、决策理念转变以及关键事件发生等多重因素。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变化过程为分析对象，借助政策过程理论的间断均衡模型，揭示政策变迁中焦点事件和决策层理念推动政策发生间断式变迁的动力机制。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基于当前的研究空白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是理论框架，介绍间断均衡理论，并基于该理论构建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变迁的分析框架；第三部分是光伏产业政策变化的历程呈现，将光伏产业政策划分为三个均衡期和两个间断期，并详细梳理政策变迁的具体过程；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了在光伏产业政策变迁中，焦点事件和决策层理念分别及共同作用于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交互作用的动力机制；最后是结论部分，总结在中国特色决策体制下的光伏产业政策间断式变迁的逻辑，并对未来光伏产业政策制定的完善提供借鉴。【赘述！科技论文不应浪费篇幅交代文章结构安排】
2  理论框架
政策变迁发生形式是政策过程理论的中心议题。费久浩[6]认为目前学界对此有两种解释，即渐进式和间断式。1959年，Lindblom[7]提出，真实的政策变迁是在现状的基础上连续改进、按部就班和小幅调适。但渐进主义理论只看到了政策的稳定变迁，忽略了政策的突发性变化。由于不少学者如Jones等[8]对渐进主义一味强调稳定、规则、渐增调整和僵局感到不满, Baumgartner[9]49提出了间断均衡理论，指出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转变以及焦点事件是导致政策议程变迁过程中存在长期稳定渐进和短时间突变现象的原因。该理论在分析公共政策变迁方面有较强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于政府预算、环境、教育等诸多政策领域。Baumgartner等[10]认为，间断均衡模型与人类认知和制度阻力有关，政治制度的不同必然导致制度摩擦等因素的作用存在一定差异，如高度集中、较少制度障碍的威权政体政策变迁有着不同于民主政体的机理。这意味着该理论无法直接解释其他国家（地区）的政策变迁，而要作出一定的适用性解释[6]。
[bookmark: OLE_LINK226]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多个因素被纳入到我国公共政策变迁的解释框架中，以适应决策权力高度集中的语境。如黄丽等[11]发现焦点事件的爆发是导致我国林业产权政策议定场所发生变化的重大动因；黄新华等[12]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为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变革环境，是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变迁的“加速器”；李健等[13]将地方政府创新纳入政社关系变迁的分析框架中；费久浩[6]提出在政策变迁过程中，科学知识可以提供科学依据，话语建构可以包装变迁意义，二者和焦点事件一同构成了完整的间断均衡式变迁的分析框架。在环保政策变迁研究领域，王颖等[14]提出顶层主体注意力是我国环保政策变迁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基于中国特色行政生态体系，文宏[15]认为宏观层面的价值倾向是兰州市出租车政策变迁的特色因素之一；武永超[16]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卫生防疫政策在不同阶段政策场域逐渐从封闭走向多元，这背后都离不开顶层主体的首肯和助推。不难发现，国内研究在经典的间断均衡理论之上特别关注了政治高位强推、顶层主体注意力以及宏观层面的价值倾向等因素，本研究将这类因素概括为决策层理念，作为影响政策变迁的一个维度，与政策图景、政策场域和焦点事件共同纳入修正后的间断均衡分析框架。
2.1  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状态切换的关键要素
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是间断均衡理论中的两大核心要素。Baumgartner等[17]将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作为解释议程和政策变迁的重点；之后他们进一步强调，在打破政策垄断过程中，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发挥着关键而重要的作用[18]24。政策图景是专家为了向公众解释政策而塑造的，通常采用简单、象征性的术语，为政策存在和执行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简言之，政策图景就是指一个政策是如何被理解和讨论的[9]25。当政策图景被塑造后，公众对于同一个政策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这是由于政策图景包含经验的和评价的两部分，其中评价的部分被称为基调，基调的转变会给予政策反对者去抨击现存政策安排的机会[18]29。 政策场域是针对特定问题作出权威性决策的制度性场所。政策场域既可能是垄断的，也可能是分享的；同一个议题既可能同时归属几个机构管辖，也可能只归属于众机构中的单一机构领域[18]29。政策场域的开放意味着政策被更为广泛地讨论。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交互作用引发的正反馈是导致政策不均衡的起因；政策场域的差异是同一问题形成不同政策图景的根本原因[18]30。政策场域的变化往往会影响政策图景的转变，而政策图景的转变又会进一步导致政策场域的变化。在垄断已经建立、没有新的政策行动者加入的情况下，公众对于政策的认识能够达成共识，政策图景保持稳定；一旦原有的政策图景失去支持，新的政策行动者就会趁机进入，政策场域日益开放，行动者会在新的政策场域中塑造全新的政策图景，影响公众对于现有政策的认知。在二者【指代不明，是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的交互作用下，原有的政策垄断被打破，政策发生变迁。
2.2  焦点事件：促使决策层注意力转移
焦点事件也是推动议程设立和政策变迁的激励因素[19]。焦点事件的爆发能引起决策层注意力转变，有效触发议程设置。焦点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相对少见且在特定地理区域或利益共同体内造成相当危害并引起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20]，是间断均衡理论的核心要素之一。间断均衡理论从问题界定与议程设置的关系入手，认为基于不成比例信息模型的注意力转移是决策行为模型的核心[21]。但决策层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无法同时关注所有现实中的变化，因此决策层在面对现实变化时只能不成比例地分配注意力，而最能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突发性焦点事件会最先吸引到决策层的注意力，从而最先进入到政策议程中。重大焦点事件的发生对政策演进具有颠覆性的驱动作用，它通常会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焦点事件爆发后，新的政策主体加入进来，决策层的注意力被吸引，加速原政策图景的崩溃，助推政策走向间断变迁。
2.3  决策层理念：基于对现实情境的主动思考
不同于焦点事件通过间接影响决策层注意力而引起政策变迁的演变路径，决策层理念的自我革新会主动诱发政策变迁。决策层理念革新是指经过长期实践和经验积累，决策层自身认识到现有政策的不足，基于现实状况主动对现行政策进行渐进调试或建立新政策[22]。这种理念上的自我革新往往会通过高层领导的公开讲话、人大代表提案等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特色行政生态体系中，政策子系统对宏观政治系统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中央政府在具体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因此宏观系统决策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走向[16]。基于对以往产业信息的掌握和对未来产业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宏观系统决策层会依据实践的变化作出决策，重新确定政策走向，诱发政策变迁。
2.4  整合框架：弱制度摩擦场景下的间断均衡模型
制度摩擦是指约束政策行动的制度规则[8]。决策系统在决策过程中需要承担的决策成本和交易成本被称为“制度成本”，制度成本变化会导致政策过程稳定或变迁[23]。制度成本越高，制度摩擦则越大。我国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决策体制显著降低了制度成本，使得我国成为一个弱制度摩擦场景，保证党和政府对于社会诉求的回应更为果断和迅速[6]。Wu[24]的研究证明，我国的决策层通常对媒体报道、社会压力等形式的冲突所释放的信号格外敏感并愿意积极回应。此外，弱制度摩擦模式也能保证当对某一问题的倾向发生革新时，决策层可以快速形成新的理念并体现在政策议程中。焦点事件和决策层理念不仅可以各自影响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而且可以通过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交互。焦点事件能够引发社会舆论，而社会舆论能得到快速响应正是基于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并且政策进入宏观政治系统议程后仍需要决策层作出最终决策。
整合上述要素，可以得到一个系统完整的分析框架。外部焦点事件和内部决策层理念独立或结合都可以影响决策层的行为，促使现有政策被重新审视，进一步影响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的交互，助推政策垄断的崩溃和政策间断的发生。若现有政策可以解决问题，便会触发负反馈机制，对现行政策进行渐进调试和修正，政策图景保持正面，政策场域维持封闭；反之，若现有政策无法解决新问题则会触发正反馈，政策图景转为负面，政策场域进一步扩大，进而导致政策间断。经过修正后，新的间断均衡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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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弱制度摩擦场景下的政策间断均衡分析框架

3  光伏产业政策演进的“间断-均衡”过程分析
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是我国出台的首部正式提及光伏/太阳能的能源法，因此可以把2005年看作是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起点。为全面考察自2005年以来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变迁特征，通过以下步骤搜集并梳理相关政策文本：首先在北大法宝上以“光伏”“光伏产业”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其次在中央相关部委的网站上搜集和光伏相关的政策；最后在索比光伏网、环球光伏网与北极星太阳能光伏网等网站上搜集相关政策文件进行补充。截至2021年？月【截止时间？】，共收集了185份中央政策文件，在剔除了政策解读、政务新闻报道、行业规定等间接性文件以及草案和征求意见稿后，最终得到33份相关性最强的政策文本（以下简称“样本”）1）。具体如表1所示。【既然表1也没有把所有政策文件列全，且不需要用到全部的政策文件情况作为分析，表1无意义。】以间断均衡框架作为政策阶段划分的工具，将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研究过程划分成两个间断期以及3个均衡期进行分析。
表1  2005－2021年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统计
	序号
	政策文件
	发布年份
	发布部门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005
	全国人大

	2
	《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
	2006
	发改委

	......
	......
	......
	......

	32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
	2021
	发改委

	33
	《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2021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3.1 启动内部市场政策图景下的强势均衡期（2005－2010年）
清洁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使得可再生能源的应用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我国能源利用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利好政策不断出现，尤其在2005年《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后，新出台的可再生能源产业政策数量上升明显加快。聚焦到光伏领域，我国光伏产业起步较晚，市场雏形发育仍不完全，产业基本“两头在外”，即上游和下游企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以2005年为例，我国光伏累计并网装机容量仅为0.07 GW，光伏企业共计161家，其中中游企业数量（79家）约等于上游（54家）和下游（28家）企业数量之和【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剧了我国光伏产业过度依赖海外市场的负面影响，产业短板愈发暴露。
[bookmark: OLE_LINK95]基于此，利用政府补贴启动光伏内部市场的观念成为政策共识，政策开始有意识地向光伏产业倾斜。2009年，财政部、科技部以及国家能源局颁布了《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对于列入示范名单的项目，在建设之初给予50%～70%的补贴，标志着初始装机补贴成为政策扶持光伏产业的主要方式。
该时期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给予企业初始补贴资金以打开国内市场，积极寻求国内市场的拓展，启动内部市场的正面政策图景正式确立，政策场域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和国家发改委等中央核心部门，政策图景稳定，形成第一次政策垄断。
3.2 规范市场行为政策图景下的间断期Ⅰ（2011年年底－2012年）
金太阳示范工程从启动即广受追捧，一期申报即掀起热潮，国家为此投入约100亿元财政资金【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因此该工程也被称为我国光伏产业有史以来最强的产业政策支持。这项工程的启动显著提升了国内市场的光伏装机需求，助推国内光伏市场初步建立。2010年，我国光伏企业已达到746家，累计装机容量达0.26 GW【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但金太阳示范工程的弊端也格外显著：由于采取的是事前补贴模式，不注重后期的发电，工程建设的质量和过程无法受到有效监督，骗补贴、拖工期、以次充好等乱象频出，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这一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太阳示范工程的评价多为负面，“过度补贴”“缺乏监管”“浪费资源”等成为补贴政策的新标签。
当国内市场事前补贴模式遭受质疑之时，国际市场上针对我国光伏产业的“双反”调查成为这一时期爆发的焦点事件，加剧了社会对这种补贴模式的信任危机。2011年10月，美国几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商要求对我国输美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罔顾欧债危机导致欧洲光伏市场大幅缩水的事实，而将国际光伏产品价格的大幅下滑归咎于我国光伏制造企业在政策扶持下的倾销行为，由此揭开了针对我国光伏产业“双反”调查的序幕。一旦我国败诉，美国将会对我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会对我国光伏制造企业造成致命打击。这次“双反”事件使我国光伏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必须约束国内市场中的不规范行为，控制政策的扶持力度，加强市场行为，与国际规范模式接轨。由此，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补助方式和标准，企业及社会公众等更多的政策行动者参与进来，导致原有政策图景趋于崩溃，终止金太阳示范工程、推行更为有效的补贴政策成为大势所趋，政策垄断发生动摇。2011年7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按照社会平均投资和运营成本，参考太阳能光伏电站招标价格以及我国太阳能资源状况，实行全国统一的标杆上网电价；2012年1月18日，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做好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作的通知》，用户侧光伏发电项目的补助标准由2011年第三季度前的9元/W调整为2011年第四季度的8元/W和2012年的7元/W。
在这一时期，对光伏产业简单直接的事前补贴规模逐渐缩小、力度日益减弱，逐渐被全国统一的上网电价所取代，光伏市场行为得到有效约束。规范市场行为的政策图景被确立起来，原先的政策垄断瓦解，政策出现重大间断。
3.3 促进区域平衡政策图景下的弱势均衡期（2013－2017年）
2013年3月中旬，我国光伏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宣布破产，释放出东部地区光伏产业滑向失利的危险信号，政府由此意识到全国统一电价对于资源稀缺的东部地区企业的负面影响。为缩小东西部企业的差距，平衡区域光伏产业发展，政策图景由实现全国各地统一发展的转变为促进区域平衡发展。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到要按照各地不同的太阳能资源条件和建设成本将全国分为3类资源区，电价分别为0.90元/kW·h、0.95元/kW·h和1.00元/kW·h，分布式发电电价补贴为0.42元/kW·h。分区电价政策出台后，上网电价的标准整体呈现出逐年下调的退坡趋势（见图2）。虽然补贴逐年退坡，但并未突破原有的政策体系，只是在原有政策基础上进行了部分适应性调整，因此仍将该时期归为均衡期。
【表2中，请给出具体文件名称】

            表2  2011－2019年我国集中式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及分布式光伏补贴变化         单位：元/kW·h
	文件名称
	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指导价）
	
	常规分布式光伏补贴标准

	
	Ⅰ类
	Ⅱ类
	Ⅲ类
	
	户用
	工商业

	发改价格〔2019〕511号
	0.35
	0.40
	0.49
	
	0.08
	0.05

	发改价格〔2019〕761号
	0.40
	0.45
	0.55
	
	0.18
	0.10

	发改能源〔2018〕823号
	0.50
	0.60
	0.70
	
	0.32
	0.32

	发改价格规〔2017〕2196号
	0.55
	0.65
	0.75
	
	0.37
	0.37

	发改价格〔2016〕2729号
	0.65
	0.75
	0.85
	
	0.42
	0.42

	发改价格〔2015〕3044号
	0.80
	0.88
	0.98
	
	0.42
	0.42

	发改价格〔2013〕1638号
	0.90
	0.95
	1.00
	
	0.42
	0.42

	发改价格〔2011〕1594号
	1.15或1.00
	1.15或1.00
	1.15或1.00
	
	



这一阶段的补贴政策制定以渐进调试和实践验证为主，即使面临一定程度的发展困境也只是在原有框架下进行调整，政府主要通过负反馈机制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巨大的体制惯性和路径巩固了政策垄断地位，光伏产业政策既有的均衡状态得以延续。该阶段后期补贴逐年降低的趋势也为下一时期政策发生剧烈间断积蓄了势能。
3.4 倒逼产业转型政策图景下的间断期Ⅱ（2018年前后）
2017年我国光伏企业数量已超过1万家，光伏新增装机达到53 GW，连续3年增量世界第一，【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形成相当庞大的光伏市场。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提升企业的自我“造血”能力和独立应对市场的能力成为长期接受高额补贴的光伏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而降低光伏补贴、逐步实现平价上网则成为光伏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2017年，国内多晶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的价格分别同比下降了26.1%、25.7%和33.3%，光伏发电成本已降至7元/W左右，组件成本已降至3元/W左右【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光伏组件制造成本逐年下降给补贴退坡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基于对现状的综合考虑和对未来发展形势的科学研判能力，政府决策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在多个场合强调了补贴退坡的趋势以及实现平价上网的可能性，补贴理念转变的趋势凸显。2017年1月5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在《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及《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预计到2020年，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能够有效地解决消纳问题，风电、光伏平价上网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补标引著录上述信息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司长在2018年4月通报我国光伏产业发展情况时透露，随着政策支持和技术进步，光伏成本下降和产品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10年间光伏发电度电成本累计下降了约90%，有望在三四年内实现平价上网【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在此背景下，2018年5月，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531’新政”），将2018年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和分布式光伏补贴下调0.05元，不再安排需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建设。“531”新政给整个光伏行业带来巨大冲击，倒逼企业转型升级、拓展海外市场，这是中央决策层在倒逼产业转型的政策图景下主动作出的政策调整，决策层理念的自我革新促使光伏产业政策演进再次发生重大间断。
在这一时期，产业政策退坡短期内产生阵痛效应，我国新增光伏安装量有所下降，由2018年的45.25 GW减少至2019年的26.52 GW，光伏企业数量则由11 171家骤降到6 636家【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但政府及时跟进政策实施情况，相继出台了《关于做好光伏发电相关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说明的通知》等政策，及时调整政策内容，帮助光伏行业平稳度过“阵痛”期。
3.5 实现平价上网政策图景下的强化均衡期（2019年至今）
伴随着“531”新政的出台，实现光伏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光伏平价上网的政策思想也被进一步强化，渗透到光伏产业的各个环节和领域，并且深刻影响了补贴政策的走向，之后的政策基本都是“531新政”的延续及渐进调试，如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要用市场化竞价制度下的指导价取代标杆上网电价制度；2019年9月，进一步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2020年6月，《关于2021年新能源上网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正式表明，中央财政不再对新建项目补贴，新建项目可自愿通过参与市场化交易形成上网电价，意味着光伏正式进入平价上网时代。为保证平价上网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政府还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以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做好光伏能源的消纳工作。在政策的正确引领下,光伏产业的海内外市场都得到了良好拓展与维系，形成了内外兼备的市场格局。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光伏产量达34.2万t，同比增长32%，2019年当年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约207.8亿美元，同比增长29%，自“双反”以来首次超过200亿美元，光伏产业成为我国为数不多能够同步参与国际竞争并具有产业化领先优势的产业[25]。
整体来看，由于政策整体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和衔接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所以将这一时期划归政策均衡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光伏产业的深化发展期，政策子系统愈加开放，越来越包容体制外的主体参与到决策环节中，同时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在光伏产业政策制定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增强。众多决策主体形成的多元价值观在政策子系统内相互碰撞博弈，借助自我平衡和纠正的负反馈机制抵消外部环境变化对光伏产业政策的影响，使得既有的正面政策图景始终处在动态平衡中，保持了光伏产业政策的均衡稳定。
综上所述，21世纪以来，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完成了由启动市场向平价上网的政策图景切换，政策变迁呈现出一种非线性、伴有偶发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间断均衡过程（见表3），具有显著的间断均衡特征。

表3  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变迁阶段及变迁机制梳理
	变迁阶段
	代表性政策文件
	政策图景
	政策场域
	原因机制

	强势均衡期
	《关于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的通知》
	启动内部市场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负反馈机制下维持垄断

	间断期Ⅰ
	《关于完善太阳能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完善补贴机制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
	焦点事件诱发

	弱势均衡期
	《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促进平衡发展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
	负反馈机制下维持垄断

	间断期Ⅱ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推动产业转型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社会组织、媒体、公众、专家、企业等
	决策层理念转变

	强化均衡期
	《关于积极推进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有关工作的通知》
	实现平价上网
	党中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国家能源局、国家税务总局、社会组织、媒体、公众、专家、企业等
	负反馈机制下维持垄断

	
	
	
	
	



4  光伏产业政策间断式变迁的内在逻辑
通过梳理我国光伏产业政策历程后可以发现，政策在2011年及2018年前后各经历了一次剧烈间断，围绕这两次间断的发生原因及其背后的原因机制分析如下。本部分以前述理论分析框架作为基础，分别呈现外部焦点事件爆发和内部决策层理念的自我革新推动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之间交互作用的发生，进而导致原有政策垄断系统发生崩溃、推动新政策出台的过程。【无需交代下文的安排！】
4.1  突发焦点事件加速旧图景崩溃和新场域开放
焦点事件的爆发会吸引决策层的注意力，助推决策层重新审视现有政策，并加速了原有正面政策图景的崩溃。“双反”调查事件严重缩减了我国光伏产品的海外市场，进一步暴露出我国光伏内部产能与市场不匹配的问题，加剧了因事前过度补贴而造成的产能过剩，产业政策启动光伏市场、支持新企业进入光伏行业的正面政策图景在焦点事件的爆发下走向崩溃，政策的负向反馈逐步产生并持续增强。旧图景的崩溃意味着新图景的建立，新的政策行动者加入到政策制定的场域中，政策场域日益开放。补贴政策原有的正面图景本将政策议程维持在政治子系统中，但在网络技术的日益普及下，互联网和新媒体极大地增强了焦点事件传播的力度。2011年前后“双反”事件的突然爆发动摇了光伏企业、光伏用户等主体的利益，推动了传统封闭决策模式的转型。子系统外部的政策企业家、反对者、群众和社会组织借助这一焦点事件营造社会舆论，撬开政治子系统的场域封锁，促使光伏补贴议题成功“出线”，引起宏观决策系统的高度重视和紧急处置。基于保障人民利益的原则，宏观系统必然会快速回应市场和公众需求，探索并制定新的产业政策。在旧政策图景崩溃和政策场域开放的双重作用下，政策垄断由此瓦解，推动光伏产业政策发生快速变迁。
4.2  决策层理念革新引导新场域和新图景出现
宏观系统的决策层为应对实际需要，会根据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与时俱进制定科学可行的政策，引导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发生交互。光伏产业形势的转变引发了决策层对于当前光伏政策适用性的重新思考。2018年前后，在光伏产业领域中，光伏技术的快速革新以及光伏市场力量的不断壮大是诱发决策层理念发生根本转变的决定性因素。首先，随着光伏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我国光伏发电成本实现了快速下降，这为光伏平价上网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如2019年光伏电站建设成本仅为4.5元/W，发电成本为0.44元，实现了快速下降【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其次，光伏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市场力量逐年壮大，2018年全国光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12 000家，总发电量高达1 769 TW·h，比2017年同比增长50.24%，总计并网发电容量为174.22 GW，比,2017年增长33.66%【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随着产业的日益成熟，市场主体逐渐壮大，政策的过度干预非但不会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剂”，而有可能成为阻碍产业实现突破性发展的关键要素。宏观系统决策层基于技术上的可行性，根据市场现实需要，主动转变政策思路，降低政策补贴的力度以增强市场创造活力，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全新政策理念的引导下，政策场域日益开放，中央及地方层面更多的政策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加入进来，关注政策的走向和变化。为配合新的政策理念，新的政策图景也逐渐形成，和扩展后的政策场域发生交互。“531”新政出台后，光伏从业者纷纷察觉到了光伏补贴的退坡趋势和加快补贴退坡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也加入进来，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出台相关退坡政策和实施细则。降低光伏补贴以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面政策图景被树立起来，吸引更多政策行动者加入进来，进一步推动政策场域扩大。
4.3  弱制度摩擦场景下的间断式变迁
在弱制度摩擦的场景下，突发性焦点事件和决策层理念的自我革新可以加速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交互作用，推动决策层对现状作出快速回应。新的决策理念形成后，在我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下，制度摩擦被降低，宏观政治系统可以快速作出决策，推动政策发生革新，以实现新的政策目标。补贴退坡政策出台后，迅速成为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深刻影响了中央及地方的光伏补贴政策，引起整个产业的剧烈动荡。而当“双反”事件已经严重影响到光伏产业的生存状况时，为保证光伏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持有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宏观系统决策层对现状作出快速回应，将新的电价补贴政策纳入政策议程，以维持光伏产业的稳定。从表面上看，焦点事件爆发和决策层理念革新是两种不同的影响政策变迁的路径机制，但在中国语境下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宏观系统决策层对政策场域和政策图景的变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既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打破注意力瓶颈，在外部压力下被动作出决策；也可以是决策层主动发现问题、转变政策理念和思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变迁。外部焦点事件爆发和内部理念的自我革新可能同时出现，并结合起来共同影响决策，最终对政策图景和政策场域的交互产生影响。总之，不管是被动的焦点事件外部诱发，还是主动的决策理念转变，都体现出了弱制度摩擦场景下的独特决策机制。内外部同时驱动的政策变迁模式拓宽了现实问题进入决策机制的路径，在拓宽政策场域、吸纳更多决策主体、提升决策科学性的同时，政府的最终决策还保证了决策的集中和高效，对现实问题作出及时响应。
5  结论与建议
第1， 决策层理念革新是推动政策变迁的决定性主动变量。积极有为的政府可以在焦点事件爆发后给予快速回应，还可能受到产业技术发展的影响，通过信息收集和科学研判主动推动政策变迁。在政策均衡期，决策层会保持对产业技术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持续关注、熟悉产业动态，为决策理念的转变蓄势，当这种积累达到一定阶段时便会进入间断期，或借助焦点事件的爆发，或主动转变政策导向，以快速推进政策变迁。2005－2021年，我国光伏产业经历了从“两头在外”到“内外兼备”的阶段，产业链条逐渐完善，生产成本不断降低，市场力量发展壮大，在关键节点推动着政策阶段实现从启动内部市场到促进区域平衡再到实现平价上网的转变。此外，基于有为政府和较弱的制度摩擦，内部决策系统还可以直接推动政策变迁，而不必然依赖焦点事件的爆发。在间断均衡理论的经典框架中，焦点事件是打破中央政府注意力瓶颈、引发政策间断的必要条件；但在我国的制度体制中，中央政府亦会主动关注产业发展状况和不同主体的诉求，通过对信息的早期收集和科学研判，积极思考如何运用政策工具更加有效地引导、培育和规范产业发展。因此，积极而有为的政府是导致我国政策演进区别于许多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使我国有机会在潜在的焦点事件出现前即主动转变政策图景，避免负面事件爆发。
第2， 弱制度摩擦场景有利于决策层快速回应焦点事件和直接推动政策变迁。在经典的间断均衡理论中，焦点事件爆发后，要经历包括反对者、政策游说家以及民众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局外人动员、宏观系统注意力被吸引、议程由子系统政治上升到宏观系统政治等多个环节后才能实现政策的变迁；而在我国的政治情境下，焦点事件的爆发可以直接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加速决策过程，通过快速回应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焦点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3， 开放政策场域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有效地降低了决策风险，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一方面，政策变迁的决策模式体现了从单一到多元互动的变化，政策场域的日益开放意味着多元主体的加入，多元协同下的决策风险被显著分担，光伏企业、政策企业家、公众等主体被吸纳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使得决策可以更加贴合市场现状，有效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在更为开放的政策场域中，决策层可以在收集多方主体的意见和建议后及时对之前的政策作出适应性调整或纠偏，以回应相关利益主体的诉求，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基于上述判断，在未来的产业政策制定中，应当特别注意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加强决策部门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中央政府需要紧密关注现实需求和动态，更加关注产业变化的趋势，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选择恰当的政策变迁时机，利用体制优势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二是扩大多方协同的政策场域。将更多利益主体纳入政策场域，充分了解和回应不同主体的需求，以此推进我国产业政策体系的健全与优化。


注释：
1）样本具体政策文本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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